
第２７卷 第３期
２０２４年５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７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９

西方文明冲击下近代中国文明话语的嬗变

尚庆飞１，谷生秀２

（１．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１９；２．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明意识诞生于“夷夏之辨”中。由于“夷夏之辨”主要依据民族文化差异确立，周边民族入主
中原、继续沿袭华夏政体礼制具有合法性，造就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华夏文明，同时华夏文明之于周边民族所蕴含的文

化优越性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西方国家主导的

以“种族论”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席卷中国，中国被动接受了“半开化”的身份判定。２０世纪前后，西方文明在向中国
侵入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其“利己”的实质，中国精英分子开始将文明看作多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从文明的相对性的维

度对文明内涵展开理性思考，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固有文明与外来先进文明

的关联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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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话语是国家发展水平的显示器。鸦片战
争以来，伴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两种

不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观念在中国大地上发

生激烈碰撞。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之后，中国传统中
依据“夷夏之辨”区分文野和奉行“华夏中心观”

而视中国为“首善之区”的观念，转变为屈从于西

方的“文明等级论”，将中国定位为“半开化国

家”。２０世纪前后，中国精英分子以西方文明的
“衰落”为契机，开始将文明看作多元的历史文化

共同体，并从文明的相对性的维度对文明内涵展

开理性思考。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西方文明冲击下

近代中国文明话语的嬗变历程，深入解读中华文

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何会在西

方文明冲击下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又何以抵抗

住西方枪炮文明的攻击，以及文明蒙尘的文明古

国如何处理传统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关系等系

列问题。

一　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与“文野
之分”

“文明”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在中国

典籍中。《周易·乾·文言》中就有“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一说。唐代孔颖达对此解释道：“‘天

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

而光明也。”这里的“文明”，旨在表达天下文德、

富有教化的状态。就此意义而言，“文明”一词在

中国的使用不是孤立的，而是蕴含在与“野蛮”的

“他者”相比较中呈现的进步与发展状态。康有

为在《辨革命书》中指出：“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

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①回眸中华民族的

千年历史流变，“文野之分”突出体现在“夷夏之

辨”中，并依据“夷夏之辨”的形成条件而具有独

特的民族意蕴。

第一，“夷夏之辨”主要依据民族文化差异而

确立。２０世纪之前，历代统治者与知识分子普遍

认定华夏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②，从种族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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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探寻华夏文明起源。据《史记·五帝本纪》

记载，华夏民族始于黄帝，因黄帝而有五帝，继而

是三代。夏商周三代及其诸侯封国所在被誉为

“华夏”，以其为主体生成华夏文明，而华夏之外

则被归为“四夷”。但事实上，在夏商周三代甚至

更早之前的部落时期，各方国与部落之间不是处

于绝对隔绝的状态，彼此间多有往来，血统混杂，

即使是华夏始祖也存在“夷狄”的特征。正如孟

子指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

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

也。”因而，“夷夏之辨”难以单纯依托血缘或种族

作出判定，而主要体现于对当时主流价值观的认

同。特别是到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式微，北方山

戎、南方荆蛮乘势作乱，齐、晋等诸夏之国相继打

出“尊王攘夷”的旗帜进军中原，并以奉行周礼标

榜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诸夏与作乱蛮夷在博弈与

斗争的过程中对华夏文化与民族差异的认知日渐

清晰，对华夏文明的判定标准逐渐定型。据《左

传》记载，鲁襄公十四年姜戎酋长驹支曾言：“我

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

姜戎酋长以戎人自称，可见当时的蛮夷与诸夏对

各自身份已基本达成共识，饮食、服饰、语言以及

生活方式等最直观层面的民族文化差异成为判定

夷夏的重要标准。到春秋中晚期，在周道衰颓之

际，孔子作《春秋》，以微言大义要求时人重视、奉

行最高行为准则周礼。梁启超指出：“《春秋》之

记号也，有礼义者谓之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

狄。”①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同样从礼仪层

面对“华夏”作出解释，强调“夏，大也。中国有礼

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

也”。即是说，华夏与夷狄以是否具有礼仪而截

然对立开来，具有礼仪的属于“华夏”，没有礼仪

的则是夷狄。而在向早期国家演进的过程中，

“礼”已经成为复杂的政治文化体系，体现为对人

们政治、宗教与道德等多方面行为的规范与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礼”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时代

内涵，铸就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第二，“夷夏之辨”具有相对性，造就了具有

历史延续性的华夏文明。千百年来华夏民族虽几

度遭受游牧民族军事与政治上的冲击，但华夏文

明却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并在与周边民族文化的

交融碰撞中蓬勃发展。游牧民族受地理环境的影

响，在马背上骁勇善战，但入主中原之后曾用以侵

袭中原、夺取政权的手段失去用武之地，对如何在

农耕民族占多数的幅员辽阔之地维护统治，则往

往缺少一套有效治理手段。由于“夷夏之辨”主

要体现为民族文化差异而非种族歧视，以夷狄身

份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谋求政权建立的合法

性并寻求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能够通过后天的

努力对中原文明的学习与模仿，继续沿袭华夏政

体礼制，从而通过标榜自身文明的正统性，实现

“用夷变夏”的华丽转变。梁启超在分析中国人

种时提出，“昔者统治中国之异种，皆游牧贱族，

无有文化，故其入中国也，不能化中国，适为中国

所化耳”②，意在说明周边游牧民族虽然能够在武

力上征服中原，但却存在为中原文化反征服的现

象。同时，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向来遵

循和谐价值取向的华夏文明，也在民族迁徙、通婚

的过程中渗透吸收了蛮夷的文化。华夏文明虽屡

次遭受周边民族军事与政治的侵袭，却始终能够

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基础推进“向心凝结”③。可

以说，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起，直至清政府退出

历史舞台，中国社会有机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组

织方式保持高度的历史延续性。

第三，在对华夏文明之于周边民族所蕴含的

文化优越性的不断肯定中，潜移默化地孕育出根

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所谓的华夏中心意识主

要体现在地理视域与文化视域两个层面。从地理

层面来看，据《尚书·禹贡》的描述，“天下”按照

血缘亲属与尊卑关系，由王畿向周边辐射的五个

同心区域“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构

成，其中中央政府势力所及之地（甸、侯、绥）谓之

“中国”，夷狄则居于边缘的要荒之地。与此相对

应，从文化视域来看，“天下”遵循着“同一人文的

伦理秩序”，而中国自诩为文明的“首善之区”，并

７６

①

②

③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０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０页。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３２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一层一层地开化，推向未开化”①。民族中心意

识非中国独有，古希腊、古埃及、波斯人都曾自称

世界文明的中心，但随着地理屏障被打破，在同其

他民族开展不同程度的文明交往过程中，上述文

明古国纷纷摒弃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古希腊

哲学家就曾经泯除种族差异，认为凡是人都可以

用理性追求人生的幸福②。反观中国，由于位于

地大物博的平原地带，物产丰腴足以自给，不必如

“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

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③，因而长期被束缚在相对

封闭的地理环境中，无法感知其他的发达文明。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探讨中国保守落后的原因

时，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环蛮族而交通难”的问

题，他指出“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

一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

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概，始而自信，继而自

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④。由

于古代中国目之所及的主要是文明程度相对低的

“蛮夷”，所能沟通者只能局限于文明程度低于

“我者”的水平，从而使华夏中心意识愈加强烈。

由此，千百年来自诩文明先进的中国，与四邻建构

起一套等级森严的朝贡体系，而难以适应与周边

列国的平等外交。

近代以来，清王朝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风雨飘摇，不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多少熠熠生

辉的人生哲学、治国理念，都未能挽救被入侵、被

瓜分的命运，长期被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

想丧失原本的权威地位，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

明黯然失色，遭受空前的打击。不同于昔日游牧

民族空有武力而没有文明，虽蹂躏、践踏中原，最

终走上想要入主中原却不同程度地为中原文明所

同化的命运，近代以来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

的西方国家经过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浪潮的洗

涤，孕育出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

他们以对外扩张、寻找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完全

能够利用自己的工业和商业手段控制中国，使它

服从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建立起直接的统治”。

同时，西方国家所具备的军事与文化优势，使得

“他们用来维持其在中国势力的力量基础远在中

国之外，他们不需要变成任何程度上的中国人”，

无需再迁就任何中国文化⑤。梁启超极为担忧地

指出：“若今日欧西文明之国，蹴踏中原，化之有

方，驭之有术，吾恐中国固有自治之力，终必不保，

而干涉之直易易耳。”⑥西方国家的猛烈冲击打破

了中国自诩世界中心、向外辐射文明的固有思维，

中国不得不跳出自画的牢笼，重新思考自身与世

界的关系。

二　“种族论”与近代中国“半开化”
身份判定

不同于中国古代千百年来始终依据民族文化

的差异区分文野，西方话语中的“文野之分”主要

取决于先天的种族差异，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衍生

出愈加丰富的内涵。公元前５世纪，希腊人创造
出希腊语β ρβαρο（今译为“蛮夷”）专用以称
呼外族人；地理大发现时代，向海外推进殖民扩张

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将殖民地的非白人一律斥

为野蛮人种和半开化人种，并随着殖民扩张的推

进逐渐建立起一套全球文明秩序；启蒙运动时期，

随着人种学的蓬勃发展，欧洲人类学家将人种学

的知识体系纳入文明话语的实践中来，为欧洲建

立的文明等级秩序提供了一套貌似科学合理的理

论支撑。西方国家打着种族差异的幌子而形成的

“文明等级论”，宣称西方白人天然地在身体机

能、智力水平以及体力等各个方面优于非西方地

区的民众，从而标榜西方国家处于不可撼动的文

明地位。

晚清时期，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并未立即

消弭，洋务人士仍寄希望于固守中国固有之制，但

面对武力远高于中国的西方入侵者，中国历史上

曾屡试不爽地以华夏文明同化“他者”的方式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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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失灵。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
以“中体西用”对待西方文明的方式，逐渐演变为

对西方文明话语的被动接受。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
随着由严复译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盛

行，“种族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中国“半开化”

的身份判定在中国广为流行，“夷夏之辨”逐渐让

位于种族论，以种族优劣区分文野在中国社会上

占据主流。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然界的自然选择

规律延伸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中来，认为人类

社会以种族为基本单位，并在生存竞争中遵循优

胜劣汰的规律。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文中

甚至断言：“大概用不了几百年，各个文明的族类

几乎可以肯定地会把全世界野蛮人的族类消灭干

净而取代他们的地位。”①同时，他将东方人视为

半开化人，感叹欧洲再不必像几个世纪以前深怕

东方半开化人的入侵，“如今如果还有人怕，那就

成杞人忧天了”②。多数晚清维新人士不仅不拒

斥西方的“种族论”，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对中

国“半开化”的身份判定，寄希望于在西方文明国

家的规范下引导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对此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其一，西方国家以进化论为基础编织的文明

话语对当时中国人探求文明进步之道意义重大。

中国古代普遍存在“厚古薄今”的思想，与之相对

应的“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论观念一直广泛

存在。随着西学东渐，不少知识分子对止步不前

的中国进行深刻反思。《童子世界》杂志上刊载

的《法古》一文，聚焦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列举

所谓“应该是最文明的”“世界最初的人祖”的生

活方式，即“用石刀，用木钻火，巢居穴处，夏天拿

树叶当衣，冬天拿鸟毛当衣”，尖锐批判“世风不

古，人心日下”的说法，强调“世界最初的时候最

野蛮，世界越后的时候越文明”，“世界是一天天

的进步的”，进而慷慨激昂地对在现今文明生活

的人们发起摒弃“忠君法古”思潮、做现代革命

“圣贤”的号召③。诚然，中国也曾充当世界文明

的先行者，但生活于不断进化发展的世界中，往日

的辉煌已沦为陈迹。《新世纪》中刊载的《国粹之

处分》一文肯定了华夏文明的辉煌成就，“周秦之

学术，两汉之政治，宋明之理学，皆可超越一世，极

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迨及物质

文明之发明，若指南针、经纬度、锦、印刷器、火药、

磁器等，则大裨于全世界之文明，虽在今日，西人

犹多艳羡之者”。同时，也深刻强调以上种种“已

属过去之陈迹”，较之于新文明“当在淘汰之

列”④。梁启超更是直接将文明进步与社会竞争

关联起来，他强调“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

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⑤。诚然，包括梁启

超在内的多数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进化论，错误地

将生物界生存竞争的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忽视

了人的劳动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但是，

在不进化则灭亡的生存危机下，进化论思想具有

调动人们去拼搏、竞争、甚至革命的作用。正如李

泽厚所指出的，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进化论主要

不是作为一种实证的科学学说而被接受与研究，

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生活动

力、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而被接受和理解”⑥，旨

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情感信仰与精神

力量。

其二，掌握“文明”划分标准的西方国家通过

操纵国际法，使中国不得不屈从于西方文明话语。

不同于华夏中心观停留在万国来朝的自我满足和

虚幻的优越感中，欧洲人试图以武力征服世界并

建立起一套统治秩序。至１９世纪初，欧美国际法
的教科书中已就全球文明等级作出明确划定，即

欧美国家为文明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等国被归

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等有色

人种则被从属于最低下的野蛮人。根据所谓的文

明等级标准，欧洲进一步规定了国际法的适用范

畴，即用于解决文明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而在

这个领域之外，国际法的任务则是论证什么地方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４４页。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８４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２９—５３０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９２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６４页。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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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格被欧洲人施予完全主权或部分主权”①。

显然，欧洲国家所制定的国际法捍卫了文明国家

的权利，同时也赋予了其干涉乃至侵略其他半开

化与野蛮国家的行为以合法性。由于近代中国话

语权的丧失，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只能遵从欧洲国

家制定的国际法，西方国家进一步通过领事裁判

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横加干涉。汤一鹗在《外交

报》中描述了自欧亚交通以来，中国“法权与税权

之一部为敌国所操纵，而竟非我有也”的局面，即

是说，领事裁判权“不特裁判其本国人民己也，且

而及于我国人民焉。是为法权之丧失。……

乃欧西人士之贸易吾国者，有与吾国协定税则之

权，我国商人之贸易于他国者则否。是为税权之

丧失”②。此外，领事裁判权的设定对国家与人民

都危害重重，使“国无完全之主权，民无完全之人

格，此可哀者也”。汤一鹗认识到领事裁判权正

是以欧洲人所划分的文明等级标准为托词而产生

的，欧洲人“以文明人自居”，而“文明人不适用野

蛮之法律”，从而使中国失去了自主权③。为此，

他倡导要通过“造就外交人才与夫加入国际学者

之团体”，“使吾国有文明之举动及其事业”，在学

习与模仿文明国家的过程中打破束缚中国的

枷锁④。

其三，“半开化”国家日本所谓“脱亚入欧”的

成功范例，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

明话语。作为同样被判定为半开化国家的日本，

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以西洋的近代文明为准则

谋划近代化国家的建设方案。福泽谕吉撰写的

《文明论概略》，就是效仿西方话语为日本提供文

明化对策的集大成之作。他按照西方的文明等级

观念将世界各国分属于文明、半开化与野蛮国家，

认为文明的演进遵循着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

开化进入文明的过程，而一切尚处于半开化甚至

野蛮状态的国家，“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

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

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⑤。同时，

他将文明分为“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两

部分，强调对欧洲文明的学习要遵循先难后易的

原则，“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

有形的物质”⑥。因此，不同于晚清政府在“中体

西用”思想指导下从表象的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文

明成果，而本质上仍在维护固有文明，日本的改革

从人心的变革着手，渐次推及有形之物，从而实现

了“脱亚入欧”的彻底转变。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日本以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军备向中国展现了其学

习西方文明的成效。《游学释编》上刊载《劝同乡

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一文，作者描述“今日吾

国灭亡之风潮诚达于极顶”的景象，“欧美之白人

曰奴灭我，地跨欧亚二洲黄白两界之俄人曰奴灭

我”，就连“同洲同文种源大陆之区区日本人亦敢

隐计曰奴灭我”。为此，作者倡导对待“欧美文

明，可以改良中国社会之风尚者，固所当学者

也”⑦。在《与同志书》一文中，作者直接指出欧美

与日本的关系，即“欧美者，文明之导师也；日本

者，文明之后进也”，并将“留学日本”视为“留学

欧美之阶梯”，同时在外敌压境的紧急关头他不

禁悲凉地感叹，“我方留学日本，呜呼晚矣！”⑧

当然，不是任何文明的相遇都会使其中一方

的思想结构迅速发生转变，尤其是对千百年来自

称天下中心并接受万国来朝的中国而言，即使身

陷民族危亡的泥沼，也无法泯灭中华民族曾经璀

璨辉煌的历史。因而，面对白种人，无数知识分子

普遍存在着自卑而又自大的矛盾情绪。一方面表

现为对白种人适应人类社会竞争的惊叹和对中华

文明蒙尘的悲愤。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专门指

出“白种人”较之于“他种人”存在的优势，即白种

人具有“好动”“不辞竞争”“进取”的品质，不同

于他种人的“好静”“狃於和平”“保守”，强调“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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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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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０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２９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３０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３２页。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页。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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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明者，恃天然也。传播文明者，恃人事也”，

进而将白种人塑造为传播西方文明的使者①。

《大陆》杂志刊载的《中国之改造》一文指出，中国

已然在世界列强的社会竞争中沦为待蚕食的“巨

象”，分割之惨、灭亡之祸悬于眉睫，悲叹：“岂我

四万万黄帝神农之遗裔，遂穷补救之术乎？！岂数

千年文明祖国，遂沈于天演大圈，所谓万劫不复者

乎？！”②另一方面，又以西方的种族论为标准来标

榜黄种为“贵种”。《中国之改造》一文在哀叹中

国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竞争中落于下乘的同时，仍

自认中国之价值绝非“波、印、土等人种”所能比

拟，“我中国人于生产的能力、经济的能力，为人

类社会之优者既如是”③。梁启超也乐观地坚信，

“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④。

在这两种复杂情绪的交织作用下，学习西方

文明以改变被奴役的现状、恢复往日辉煌成为主

流。所谓的文明，也在保持原有的礼仪教化之意

外，被赋予以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为标准衡

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新内涵。此外，受日本学习西

方文明“由难到易”的步骤影响，不少中国人将学

习西方文明的突破口转移到“精神文明”上来。

梁启超在旅日期间深受福泽谕吉的影响，成为引

入西方文明观的先锋。他在《国民十大元气论》

中提出“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的

奋斗目标，将文明分为“有形质”与“有精神”两

种，强调真正探求文明不在于从“衣食器械”入

手，诸如“陆有石室，川有铁桥，海有轮舟，竭国力

以购军舰，民财以效洋操”，而要从“精神”，即

“国民元气”入手，如“政治法律者”⑤。随后，在

《新民说》中梁启超将维新人士学习西方文明的

举动，包括外交、练兵、购械、制械、商务、开矿、铁

路、警察、教育等视之为“枝枝节节而行焉，步步

趋趋而摹仿焉”，而不能进于文明⑥。除梁启超

外，《国民报》所刊载的《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也

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明确此前对西方文明的认识，

如“船械之坚利”“制造之精巧”，不过是“举物质

之文明而津津道之，于精神之文明固末尝梦见

也”⑦。可以说，在对西方文明由表及里、层层深

入的学习过程中，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将近代中国

的思想启蒙与文明进步推向了新阶段。

三　“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与对文明
的理性审思

２０世纪前后，西方文明在向中国侵入的过程
中逐渐暴露其本质，西方所谓优等人种向外传播

文明这一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利己”实质逐渐为

中国人所洞察。中国舆论界关于“文明”热议的

倾向已然转变为“一战”前后西方文明的“衰落”

及其对“公理”的背离。

第一，西方话语中所谓的向外辐射文明，本质

上服务于其自身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早在欧美

国家为西方的文明论歌功颂德时，马克思、恩格斯

就已发现并公开指责西方文明话语的虚伪。１８４４
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将斗争矛头直指统治

者时说：“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

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⑧随着西

方殖民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不少中国人重

点反思西方文明何以来到中国以及给中国带来的

伤害。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

前途》一文中，直接溯源到地理大发现时期，指出

随着“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

盛”，欧洲全境出现“生产过度之患”，为寻觅产物

销售之地，出现了哥伦布开辟新大陆的举动。然

而，欧洲早期势力所及的如印度与澳洲，在不到数

十年的时间里已无法消受欧洲产物，“于是欧人

益大窘，于是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瞵其鹰

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祖国，二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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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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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里膏腴天府之支那”①。梁启超已经认识到，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寻求市场的国际背景

下，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

第二，西方文明等级论所依托的种族论与社

会达尔文主义，演化为向世界侵略扩张的帝国主

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动物界弱肉强食的“丛林

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让相对落后的半开化与

野蛮国家沦为待蚕食的羔羊。达尔文在《人类的

由来》一书中，从全球视域审视人类社会的竞争，

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大片肥沃的土地，但“只有少

数几个浪荡的野蛮人族类住在那里”，从而给西

方国家全方位的对外竞争冠以“维持许许多多的

幸福的家庭”的美名②。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

大势》一文中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强权”塑

造为唯一的公理，进而丧失了对世界“平权”的维

护。即是说，“强者”只要能“自强自优”，即使以

“剪灭劣者弱者”为代价，也不能“谓无道”，这意

味着“力征侵略之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成了

“文明之常规”。因此，欧美人凭借在社会竞争中

的比较优势，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视为“不能

发宣其天然之富力，以供全球人类之用”的“无智

无能之民族”，而将自身标榜为“优等民族”，并理

所当然地打着天地之利应均享之的口号“以势力

压服劣等者”，更有甚者将世界视为“优等民族世

袭之产业也”③。“一战”过后，梁启超逐渐不再苟

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将其看作引发国际战争

的思想源头。雨尘子在《新民丛报》发表《论世界

经济竞争之大势》一文，怒斥“帝国主义”本质上

就是“强盗主义”，指出欧洲人所谓“地球表面之

上，尚有沃野，土肥人稀，吾辈宜开拓之，以补不

足，是吾人之天职也”；“野蛮智识薄弱，无开发天

赋富源之能力，我辈宜代之开拓，方足完文明人之

义务”，实际上是“因己之不足而羡人之足，因己

之膨胀而芟除世之不如己者”，欧洲人所自我标

榜的天职与义务不过是其野蛮行径的文饰罢

了④。可见，欧洲人不厌其烦地将文明、半开化与

野蛮国家的等级论调挂在口头，谴责所谓半开化

与野蛮国家的落后，宣扬其传播文明的道义性，但

实际上已然将“弱肉强食之恶风，变为天经地义

之公德”⑤。

第三，八国联军在中国疯狂掠夺的事实，揭露

了西方文明的伪善与所谓文明国家的残暴。《湖

北学生界》上刊载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

之责任》一文深刻认识到，庚子之役后西方国家

欲“用文明之手段”而亡中国。不同于“野蛮之手

段”明目张胆地将战败的代价陈于条约上，西方

国家在中国施行的“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

“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输入文明，从表面观之，一

似平和无事，依然锦锈之山河”，但实际上规定了

各国分别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享有“特别利

益”，同时在教务、商务、开矿筑路、内河航行方面

各国享有相同特权，“夺我主权，灰我民气之狡

谋，其毒不知几千万倍于枪林弹雨也”⑥。

此外，不少仁人志士在游学欧美的亲身经历

中，进一步认清了西方国家的文明假面。１９０３
年，梁启超在游访美国后完成的《新大陆游记》对

西方文明的弊病已略有记载。诸如，工作于分工

高度细化的西方社会的工人难以获得自由全面的

发展。梁启超认为，高度细化的分工迫使工人

“数十年立定于尺许之地而寸步不移”，除分工以

外无他事业、更无他理想，最终使工人沦“为机

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⑦。再比如，梁启

超指出，黑人在美国所获自由权“不过名义上

耳”，美国人以一种私刑名“灵治”对待黑人，“此

实文明国中不可思议之一现象也”⑧。“一战”结

束后，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并著有《欧游心影

录》一书，他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所奉行的进化

论思想终于酝酿出席卷欧洲的军国主义思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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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０页。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９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８８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９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８８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６０—４６１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４５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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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战争不仅使输家“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

枯腊”。由于战争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未死的

丁壮也都尽数送往战场或军用工厂，原来职业，什

有九要抛荒，生产的第一要素，比战前减了大

半……国债却全数用在不生产的地方。当此物价

飞涨之时，只好渐渐的坐食山空便了”①，整个西

方社会弥漫着“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的悲观论

调，甚至等待“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②。老实说，

“一战”后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期待是未经验证

的、盲目的，梁启超对中国文明的信心也存在理想

主义的色彩，但“一战”遗留于西方的残骸，也彻

底打碎了西方国家编织出来的文明神话。

反观中国，在西方文明话语支撑下开展的种

种学习举措及其成效也不尽如人意。何震和刘师

培认为，近代中国对欧美之文明从“矜其物质，继

也并师其政治”，固然在西方文明所提倡的“警察

陆军及实业”方面稍有进步，但就“人民之安乐和

易言之，则远逊于前，而民间无形之自由，亦今不

若昔”③。基于对东西方文明历史与现实的深刻

把握，中国学人既克服了传统观念中华夏中心观

的自傲心理，同时也逐渐摆脱对西方文明话语的

迷失与屈从，转而在肯定中国是“世界文明之祖

国”④的基础上，对“文明”的本质及其发展有了更

深入理性的思考。

一方面，“文明”是多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

２０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现时的
危机以及将来可能会面临的更重大的危机深感忧

虑，进而寄希望于以“一种远大的、不受时间限制

且囊括了千百年来全部历史的世界形式的视野去

关注”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⑤。以《西方的没落》

为代表，作者斯宾格勒打破了以往以欧洲为中心

的文明史视域，将其视为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

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墨西哥文明

等人类众多文明地位相等同的一种，从而希望为

没落的西方文明寻求替代方案。受有远见的西方

学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审视世界各

民族的文明，尤其关注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

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西人论
世界文明最初发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亚细亚之文

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国之文明，四曰印度

之文明，五曰中亚美利加之文明。而每两文明地

之相遇，则其文明力愈发现。”⑥此处，“文明”不是

单独指向某一个国家或地域，而是指代具有地域

性特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以“文

明力”的强弱彰显其物质与精神发展水平的高

低。此外，梁启超大量汲取西方地理环境论的相

关思想，注重从地理环境而非人种差异考察人类

文明，他指出“地理之关系于文明，有更重大于人

种者矣”⑦。虽然受到西方与日本相关学者基于

地理环境的差异论证世界形成文明等级格局的影

响，梁启超也认为欧亚非三洲地理环境上的差异，

造成三洲文明呈现明显的高下之别，但他以广博

的视野将亚欧非美各洲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发

展状况关联起来，为后来的学者全面审视世界文

明、推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应的存

在。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野之分”，还是西方话

语中的文明等级，所谓“文明”身份的塑造都离不

开“野蛮”他者的衬托，相对弱势的民族也是在特

定参照系下被冠之以“野蛮”的身份。近代以来，

古老的中华帝国正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由“文

明”的我者沦为“半开化”的他者。在此情况下，

中国的精英分子通过溯源不同参照系下文明对象

的演变，阐述“文明”的相对性与流动性，以捍卫

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增强重构文明的信心。梁启

超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中明确提出，

“文明野番之界无定者也，以比较而成耳”，诸如

“今日之中国”较之泰西“固为野蛮矣”，但较之于

“苗、黎、趏、?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红人，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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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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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７０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７５页。
张鰓，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９５３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６１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２—３３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４８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４５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由之棕色人，则中国固文明也”①。不仅如此，成

就近世欧洲文明的诸多利器都与中国相关。包括

欧洲“借以航海觅地”的罗盘针、借以“强兵卫国”

的火器、“借以流通思想，开广民智”的印书术，

“皆非欧洲人所能自发明，彼实学之于阿剌伯，而

阿剌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因此，梁启超

强调，西方国家将欧洲文明带来中国，“亦不过报

恩反哺之义，加利息以偿前负耳”②！通过阐明不

同参照系下文明的相对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

国精英分子极力谋求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等

地位。此外，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的结果也使时

人为之振奋，令“白优黄劣”的言论不攻自破，进

一步增强了国人建设中国以追上西方乃至为世界

文明贡献中国力量的信心。

结语

不论是中国古代的“文野之分”还是西方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本身都并非中立的概念，而是
蕴含着对相关对象总体性进步地位的肯定。近代

以来，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对“文明”对象的

判定标准由“华夷之辨”转向“种族论”，从而也经

历了由奉行“华夏中心观”将中国视为“首善之

区”，到屈从于西方“文明等级论”将中国定位为

“半开化国家”的巨大转变。这一嬗变，一方面意

味着中国人关于文明的认知范畴逐渐脱离相对狭

小的地域限制，推动了中华文明在接触西方现代

文明的过程中加速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步伐。在古

代中国，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具有高度统一性。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目之所及

的先进文明的表征，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儒家文化

为核心建构起了一套系统完备的治理体系。受相

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限制，这种由封建政权保驾护

航的文明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之久。

长期沉浸于文明中心幻想之中的中国，满足于自

身的发展状态，而将其他国家无差别地定义为

“劣者”“弱者”，无形中压缩了中国的发展空间，

使中国自主迈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异常艰辛。诚如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向来被认为“世

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了”，

“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

以前，中国的财富就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

允许的发展程度”③。于是，伴随英国工业革命的

爆发，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打破了人类

文明往来的地理屏障，也使中国因地理隔绝而形

成的文明优越感逐渐消失。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

子的一大突出贡献就在于能够克服狭隘的民族自

大心理，勇敢地睁眼看世界，进而在挽救民族危机

的现实压力下，开启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对西方现

代文明层层深入的学习历程，并最终走向了由俄

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

文明。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明等级论”体现了

对以西方文明为排头的一元性文明序列的认可，

必须警惕西方文明话语对中华文明发展方向乃至

人类文明走向的危害。纵观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

历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工业革命，引发包括经

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开启了人

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

这样一种以工具理性为核心、遵循资本逻辑的西

方现代文明，在西方国家打造的“文明等级论”的

影响下，被所谓的“文明”国家，甚至是“半开化”

及“野蛮”国家公认为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

路径。其中，自我标榜为“文明”化身的西方列

强，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为其在后发民族国家的

侵略扩张行径作辩护，试图借助政治与军事上的

支配力量，将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

殖民活动合法化；与此同时，服膺于“文明等级

论”的“半开化”及“野蛮”国家，也是亦步亦趋地

跟随西方国家的脚步。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来缓和国内矛盾、转嫁

危机的举措，促使后发民族国家深陷发展泥沼，进

而对西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近代中国同样没有

迷失于西方国家建构的文明神话之中，能够以

“一战”前后西方文明的“衰落”为契机，对文明内

涵展开理性思索。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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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０页。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４７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邢舫、尹丽丽译，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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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亡图存思潮，表明不少中国人已经逐渐认识

到西方“文明等级论”包藏的祸心。正如毛泽东

所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

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

中，一齐破了产”①，这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文

明蒙尘的艰难岁月，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国固有文明与外来先进文明的关联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但是，毋庸讳言，西方

国家所主导的“文明等级论”仍然想法设法地在中

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必须摒

弃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盲目屈从，要在尊重人类文明

多样性的基础上，助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ｆｅｉ１＆ＧＵＳｈｅｎｇｘｉ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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